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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证明规则

———以证据端口理论为基础的分析

刘静坤

　 　 内容提要: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通常具有对象涉众性、行为链条性和证据海量性等特

征,给司法证明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现行司法解释提出了综合认定、抽样验证、属性推定

等规则,但此类规则的理论基础尚待明确,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风险。 基于网络非法集资犯

罪的特殊证据结构,以证据端口理论为基础整合并优化现有的证明规则,有助于理清取证

和证明的基本要求,解决该类犯罪的司法证明难题。 鉴于综合认定规则的适用标准不够

统一,且面临关键证据缺失的风险,有必要优选证据端口全面取证,并结合其他证据端口

进行印证分析。 现有的抽样验证规则容易与抽样取证混淆,且未能关注抽样对象的内在

差异,有必要限定抽样验证的证据端口要求,并明确抽样的证据材料范围。 对于资金属性

的推定规则,需要明确推定的性质和要素,以及推定规则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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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坤,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教授。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新型网络金融业务层出不穷,借助高收益率等营销策略,逐渐成

为公众青睐的融资和理财选择。 其中,一些以金融创新为标签的网络金融业务,实质上隐

含着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 伴随金融监管机制不断加强,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不断浮出水

面。 此类案件涉及对象众多,行为链条复杂,交易数量巨大,通常会形成海量证据信息,由
此产生比传统类型的案件更为复杂的证据结构和证据体系,给司法证明带来了严峻挑战。
现行司法解释考虑到网络犯罪的特殊性,探索提出综合认定、抽样验证和资金属性推定等

证明规则,〔 1 〕 但此类规则的理论基础尚待明确,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取证漏洞、证据失真风

险和不当推定等问题。 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有必要立足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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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 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五部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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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结构,理清取证和证明的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明确现有证明规则面临的风险和问

题,规范相关规则的适用方法,解决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证明难题。 为规范网络非法集资

犯罪的证明规则,本文探索提出复杂网络犯罪的证据端口理论,并论述该理论对取证和证

明的指引功能,并以此为基础整合并优化证据原则。 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现行司法解释

提出的综合认定、抽样验证、资金属性推定等规则,依次分析相关规则面临的风险和问题,
并提出准确理解适用相关规则的意见和建议。

一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司法证明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非法集资犯罪即具有涉众性特点,集资人通过公开宣传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

资金。 与之相比,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借助互联网、金融创新等要素,不仅衍生了更加复杂

的犯罪模式和链条,还使得犯罪对象和数额呈现指数级增长。 相应地,该类犯罪通常体现

出对象涉众性、行为链条性和证据海量性等特征,显著增加了证据收集、审查和认定的难

度。 由此产生的案件事实认定难题,不仅影响案件的准确定罪量刑,而且还制约涉案财物

的妥善处理。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面临的证明难题,实际上折射出传统犯罪在网络和金融

业态双重影响下产生的新型结构样态。 这种犯罪结构样态的变化,对犯罪预防和惩治提

出了新的要求,促使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体系作出整体性的回应。〔 2 〕 从司法证明角度

看,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展现的新型结构样态,除导致海量数据等证据数量方面的变化外,
更重要的是对案件的证据结构和体系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 如果简单沿用传统的取证和

证明规则,势必难以适应该类犯罪的办案需要。 概括起来,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形成的新型

证据结构和体系,及其对现行证据制度产生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复杂的犯罪模式和链条,证据来源更加多元化。 为准确认定非法集资犯

罪,2022 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下称“2022 年《非法集资案件解释》”)第 2 条列举了十余种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模式。 除传统类型的集资行为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实施以外,通过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
拟币交易以及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新型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不仅涉及资金通过网

络平台等载体的非法归集,还涉及相关资金在金融领域的融通使用。 因牵涉网络平台和

金融业务,网络非法集资行为往往伴生结构化的犯罪链条。 在犯罪链条的各个端口,都会

形成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这使得该类犯罪的证据来源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
  

证据来源的多元化,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证据短缺问题,〔 3 〕 但与此同时又导致

了证据过剩现象。 受制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办案期限等程序和证据规则限制,〔 4 〕

办案机关难以面面俱到地收集案件中的所有证据。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由此面临一个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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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3 〕

〔 4 〕

有关如何调整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架构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讨论,可参见王新:《惩治金融

犯罪的刑事政策论要》,《中国应用法学》2023 年第 1 期。
有关司法证明环节证据短缺对刑事审判结果的影响的讨论,可参见何家弘、徐月笛:《刑事错案中证据短缺现象

的实证分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参见[英]苏珊·哈克著:《证据原理:司法证明科学》,刘静坤、王进喜译,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2-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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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即,面对复杂证据链条中的多个证据来源,应当优选哪些证据来源进行调查取证?
尽管刑法规定了非法集资所涉罪名的构成要件,但究竟从犯罪链条的哪些证据来源收集

证据,以及应当重点收集哪些证据,目前缺乏明确的取证框架指引。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

定证据种类,主要着眼于证据类型划分和单个证据的收集与审查,而对证据结构和体系构

建却缺乏足够关注。 由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证据来源较多,如果优选不当,就可能导致

遗漏关键证据。 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应立足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新型结构样态,在全面取

证原则和优选证据来源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第二,面对海量证据材料,证据收集和分析具有更高的专业化需求。 有学者将以网络

为载体的海量数据形态称为海量数据证据。〔 5 〕 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包括投资人信

息、行为属性和涉案金额在内的证据隐藏在海量信息之中,需要从中寻找与案件有关的证

据。〔 6 〕 海量证据材料与证据来源多元化存在一定关联,更与该类犯罪的涉众性和交易量

密切相关。 从投资角度看,分散各地的投资人数量众多,加上一些人员并未报案或难以联

系,增加了调查核实证据的难度。 从交易角度看,大量人员信息和交易信息存储在网络平

台之中,海量电子数据和账证记录的收集分析通常需要借助专业工具和方法。
  

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常见的海量证据材料,究竟是全面收集,还是选择性收集,需
要结合相应的证据来源加以判定。 如果取证思路出现偏差,取证方法失误,或者优选证据

不当,就可能导致证据失真或证据漏洞。 同时,对于电子数据和账证记录等专门材料,是
否需要由专业人员取证,还是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取证,以及随后是否需要进行检验

鉴定,实践中做法不一。 此外,对于收集在案的海量证据材料,通过传统的人工方式逐笔

核对既不现实,也不必要;同时,在法庭上以原始证据展示并逐条说明,也不具有现实可操

作性。〔 7 〕 鉴于此,有必要结合海量证据材料的内在特点,探索科学的证据收集和分析方

法,既准确识别关键证据,又避免证据漏洞或者证据冗余;既确保取证的专业规范,又充分

挖掘证据的证明价值。
  

第三,立足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案件事实认定需要处理好两者的组合关系。 刑法

关于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不仅定性而且定量,其中的罪量要素包括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
具有法定性、复合性和程度性等特征。〔 8 〕 通常情况下,刑法条文直接设定犯罪的罪质要

素,而罪量要素则由司法解释加以规定。 基于罪质和罪量要素并存的犯罪成立条件,司法

证明需要秉承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具体到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办案机关

既要收集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的性质,又要满足犯罪数额或犯罪情节方面的定量标准。
  

2022 年《非法集资案件解释》第 1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基本条件,
其中,前三项条件涉及的非法性、公开性和利诱性等特征,在性质上属于定性要素。 相

比之下,最后一项条件涉及的社会性特征包含定量要素,需要结合相关的罪量标准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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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6 〕
〔 7 〕
〔 8 〕

参见王燃:《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多元化证明机制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3 期,第 89 页。
参见刘品新、唐超琰:《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证据海量问题及应对》,《人民检察》2018 年第 20 期,第 38 页。
参见孔璋、季美君、赖敏娓:《涉互联网非法集资类犯罪证据中大数据的运用》,《人民检察》2019 年第 9 期,第 17 页。
参见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环球法律评论》 2003 年第 3 期,
第 276-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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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9 〕 相应地,第 3 条规定了具体的数额 / 数量等罪量要素,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10〕

据此,对于其中的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存款对象数量、给存款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定量要

素,需要结合相应的证据来源,整合相关交易信息、账证记录和言词证据等加以认定。 如

果定量要素的认定依据不充分,就将影响案件的准确定罪量刑。 比如,对于网络非法集资

犯罪,涉案资金性质的认定是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对此却缺乏必要的依据指引。 例

如,对于集资人合法收入与违法所得混同的情形,办案机关可能疏于核查有关账证记录,
未能确定资金流向和用途,以致无法有效甄别非法集资数额与行为人的合法收入。 因一

些案件存在资金混同,又缺乏专门的分析甄别机制,实践中难以准确划定合法收入与违法

所得的界限。 又如,对于前期进行合法经营,后期从事非法集资的情形,因涉及行为性质

的动态变化,如果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证据分析,就难以准确划定行为性质转变的时间

节点。
  

针对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证明难题,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称“2014 年《非法集资案件

意见》”)提出了综合认定规则,并为 2022 年《非法集资案件解释》 等规定沿用;2021 年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下称“2021 年《网络犯罪案件规定》”)提出了抽样

验证规则,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称“2022 年《网络犯罪案件意见》”)规定了类似

的“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选取证据”规则和涉案账户的资金属性推定规则。 这些司法

解释提出的相关证明规则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创新性,特别是对海量证据材料带来的取

证和证明难题有所回应。 但是,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在证据结构和体系等方面的根本

性变化,上述司法解释缺乏必要关注,由此导致相关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一些误区。 除

了未能从根本上确立该类犯罪司法证明的理论基础,相关规则在司法适用中还容易导致

取证漏洞、证据失真风险和不当推定等问题。

二　 证据端口理论及其对取证和证明的指引功能
  

以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为代表的网络金融犯罪,通常涉及以特定金融模式为基础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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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0〕

参见 2022 年《非法集资案件解释》第 1 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

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176 条规定的“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

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

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

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参见 2022 年《非法集资案件解释》第 3 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对象 150 人以上的;(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50 万元以

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25 万元以

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二)二年内曾因非

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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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链条,包括信息链条、交易链条和资金链条等。 这些复杂并行的犯罪链条形成互相

交织的证据结构和体系,包括产生自不同证据来源的人员信息、交易记录和账证材料等,
并体现为多个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的证据端口。 借助证据端口理念,有助于科学认识网

络非法集资犯罪的新型证据结构和体系,并以之为基础明确取证和证明的基本要求。

(一)证据端口理论的基本含义
  

所谓证据端口,是指犯罪行为链条在主要证据来源处汇聚形成的证据集合,每个证据

集合作为犯罪行为的界面,通常能够单独体现犯罪的定性和定量特征。〔11〕 原则上,从任

一证据端口切入进行取证,都能据以查明案件事实。 不过,对于不同的证据端口,因牵涉

不同的证据来源,证据集合的表现形式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基于取证便利和证明效果等

考虑,办案机关通常需要优选证据端口,并注重相关证据端口之间的印证关系。
  

具体到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其犯罪链条通常会形成三个主要的证据端口,分别是:投
资人的投资端、金融机构的流转端和集资人的交易端。〔12〕 对于传统线下实施的非法集资

犯罪,由于投资人数量相对较少,办案机关通常要全面收集各个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形
成系统印证的证据体系。 但在去中心、分散化的网络金融模式下,由于投资端人数众多,
且分散在各地,很难逐一查找所有的投资人并向其收集证据。 与之相关联,资金流转端的

线索也很难全面核查,以致难以逐一收集该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 如果投资人全部主动

报案并提供相关信息,无疑可以减少核查难度。 但实践中,即便办案机关通过多种途径汇

总投资人信息,例如开通投资人网上申报平台,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也往往只有部分投

资人主动申报信息。 同时,对于投资人提供的投资数额等信息,也需加以仔细核查,才能

确认其投资总额和未能得到清偿的投资额。
相比之下,集资人的交易端作为信息、交易、资金等链条的终端,通常汇集了所有投资

人的个人信息和具体交易信息。 基于“个体—平台”的汇聚关系,交易端无疑应当成为优

选的取证端口。 如果能够全面收集交易端的证据,并加以系统分析,就能够准确查清案件

事实。 对于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基于“三统两分”原则,〔13〕 由各地办案机关分别开展侦

查、诉讼,据此汇总投资人信息和交易信息。 投资人可以凭本人身份证明、合同协议、银行

交易明细、收付款凭证等材料,到实际居住地办案机关报案,通过邮寄方式报案,或者登录

网上信息登记平台进行线上报案。 即便部分投资人未能或不愿报案并提供证据材料,因
办案机关可以收集交易端的证据,通常也不会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

(二)证据端口理论对取证和证明的指引功能
  

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因犯罪链条通常涉及多个证据端口,办案机关基于取证便利

和成效等考量,需要从中优选便于取证和查清案件事实的证据端口,并结合其他证据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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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兴良著:《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 页。
有关犯罪链条的讨论,可参见高源:《论链条化犯罪:界定,类型与应对》,《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
参见 2014 年《非法集资案件意见》第 8 条的规定,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可以由

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处理。 同时,2015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三统两分”处置原则,即坚持“统一指挥协调、统一办案要求、统一资产处置、分别

侦查诉讼、分别落实维稳”的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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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作为验证依据。 对于优选的证据端口,需要全面收集各类证据材料,据此形成初步

的案件定性和定量结论。 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他证据端口选取的证据进行印证分析,以
便核实已有的案件定性和定量结论。

  

第一,优选犯罪行为链条的最佳取证端口。 在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链条中,集资人交易

端汇总了投资人信息、交易记录和涉案资金等关键证据,应当作为优选的取证端口。 对

这一端口的证据材料,包括集资人的言词证据、平台的电子数据和相关账证记录等,办
案机关应当全面收集,不得选择性收集,以免遗漏关键证据。 对于涉及专门性问题的电

子数据和相关账证材料,应当进行检验鉴定,科学认定相关证据的证明价值,不能以专

业取证取代检验鉴定。 基于这一端口的证据材料,办案机关可以形成案件的基础事实,
包括案件的定性结论和相关的犯罪数量 / 数额。 这是网络金融犯罪适用综合认定规则的

基本前提。
  

第二,结合其他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进行印证分析。 即便办案机关全面收集集资人

交易端的证据,包括向集资人调查案件事实,分析电子数据和账证记录等材料,初步确

定了投资人数量和吸收资金数额,如无投资人的投资端或金融机构的流转端的相关证

据印证,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证明风险。 例如,相关言词证据可能存在法律风险,或者有

关电子数据可能存在失真风险等等。 为避免事实认定出现偏差,通常需要从投资端或

流转端收集相关的言词证据以及合同协议、银行交易明细、收付款凭证等材料,以便与

集资人交易端的证据进行印证分析。 在印证分析过程中,需要注意审查各个证据端口

的证据自身独立的可靠性,以及相关证据对案件事实的支持度与包容性,避免虚假印

证。 基于取证的必要性要求,在全面收集集资人交易端证据材料,达到案件定性和定量

认定标准的基础上,通常无需全面收集投资人的投资端或金融机构的流转端的相关证据

材料,而是以满足印证分析的需要为限。 鉴于此,对于主要用于印证案件定性和定量结论

的证据端口,虽然涉及海量证据材料,但只需通过科学抽样方法选择适格的证据材料进行

验证分析即可。
  

第三,整合各个证据端口的证明互补功能。 在优选特定的证据端口形成案件定性和

定量结论的前提下,其他证据端口的证据不仅可以用于印证分析,还能提示优选的证据端

口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在必要时作为替代和补充。 例如,对于集资人为逃避处罚而删改有

关电子数据,或者销毁有关账证记录等情形,因交易端的证据体系遭到破坏,就需要注重

收集投资端和流转端的证据材料,以便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量 / 数额标准。 又如,如果投资

端和流转端的证据材料显示,交易端的特定证据存在失真风险,例如,电子数据可能存在

错误,或者账证记录等存在不一致之处,就需要结合投资端和流转端的证据材料予以核

实。 这种整合多个证据端口的证据分析方法,有助于解决账户资金属性推定的内在风险。
此外,当各个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存在矛盾时,通常需要进行补查补正,以便对证据矛盾

作出合理解释。
  

总体上,立足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特殊证据结构,证据端口理论能够为办案机关提供

基本的取证框架指引。 同时,该理论能够整合综合分析、抽样验证和资金属性推定等规

则,并规范相关规则的适用方法。 下文结合证据端口理论,对有关规则逐一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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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合认定规则的风险及其规制
  

对于涉及海量数据的网络犯罪案件,司法证明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计算数据的

“量”。〔14〕 尽管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存在多个证据端口,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按照传

统的精确计量方式进行数额认定仍然面临困境,例如犯罪数额的认定难以精确、真实性难

以核实等。 针对上述问题,相关司法解释提出了具有专门指向的综合认定规则。

(一)综合认定规则的内在属性及其风险
  

立足涉众性非法集资犯罪的特点,2014 年《非法集资案件意见》第 6 条规定,确因客

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的,可结合已收集的集资参与人的言

词证据和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书面合同、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计凭证及会计账簿、资
金收付凭证、审计报告、互联网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非法集资对象人数和吸收资金

数额等犯罪事实。 这一规定通常被称为海量数据的“综合认定”规则。 综合认定规则虽

然带有“等约计量”的特点,〔15〕 但并非是对犯罪对象进行简单的“估堆式”计量。 实际上,
之所以对犯罪数量 / 数额进行综合认定,主要是由于向众多人员逐一收集言词证据面临实

际困难,且在一些案件中并无现实必要。
2014 年《非法集资案件意见》确立的综合认定规则,得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认可和

沿用。〔16〕 对于网络犯罪的数量 / 数额认定,综合认定规则有助于减轻办案机关的证明负

担,但该规则的司法适用也面临一些质疑。 有意见认为,综合认定容易出现降格运用、笼
统印证的情形,例如仅根据当事人的言词证据和记载海量数据的电子数据印证,即进行海

量数据的认定。〔17〕 基于证据端口理论,综合认定规则的适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第一,综合认定规则的适用标准并不统一。 2014 年《非法集资案件意见》第 6 条和

2016 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6 条限定于“确

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或“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

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情形。 据此,上述两类规定的适用对象限于

集资参与人或被害人的言词证据。 2021 年《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第 21 条将适用对象调整

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相关言词证据”的情形,结合该条规定的目的,虽未

明确限于被害人陈述,但主要是指此类言词证据。 总体上,上述三类规定主要是通过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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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燃:《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多元化证明机制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3 期,第 89 页。
参见罗猛、邓超:《从精确计量到等约计量:犯罪对象海量化下数额认定的困境及因应》,《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6 年第 2 期,第 42 页。
例如,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 6 条规定,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

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

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2021 年《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第 21 条

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相关言词证据的,可以根据记录被害人人

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涉案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的电子数据、书证等证据材料,在审查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对相关犯罪事实作出认定。
参见王燃:《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多元化证明机制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3 期,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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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陈述等言词证据验证相关的犯罪数量 / 数额,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 相比之下,2022 年

《网络犯罪案件意见》第 20 条将适用对象扩大为“对于数量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性质、特
征或者功能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确因客

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的情形,涵盖了各类证据材料,且并不限于验证相关的犯罪数

量 / 数额,而是可能涉及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范畴。 由此可见,尽管同属综合认定规则,但上

述规定所涉的适用对象与属性并不相同,这反映出该规则的适用标准并不统一。 特别是

2022 年《网络犯罪案件意见》涉及的综合认定规则,与先前的规范要求并不一致,可能存

在一定的证明风险。
  

第二,综合认定规则未能注意不同证据端口取证的差异化要求。 基于网络非法集资

犯罪的复杂犯罪链条,需要注重不同证据端口的优选与印证要求。 尽管现有的司法解释

等规范注意到证据与证据、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印证关系,〔18〕 但并未明确不同证据端口的

取证要求。 此种情况下,对于选定的证据端口,如果仅仅进行选择性抽样取证,再通过其

他证据端口的部分证据加以印证,就容易导致虚假印证等事实认定偏差。
  

第三,综合认定适用对象的扩张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缺失。 2022 年《网络犯罪案件意

见》第 20 条将适用对象进一步扩大,在不区分证据端口的情况下,对各类证据进行选择性

取证,可能导致各个证据端口的取证都未能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要求。 对于网络非法集

资犯罪集资人交易端的证据,特别是相关的电子数据和账证记录等证据,应当全面收集,
这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否则事后很难予以补充收集。 如果对各个证据端口的证据都

进行选择性取证,定性事实和犯罪数量 / 数额缺乏系统的证据体系证实,随后又难以补充

有关证据,将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

(二)以证据端口为基础的综合认定规则
  

基于司法证明的必要和司法资源的限制,法律并未要求收集和运用案件中的所有证

据。 办案机关通常会基于类罪规律和个案特点优选证据,满足案件定性和定量标准即

可。〔19〕 例如,对于普通刑事案件中指向同一事实的多名证人,办案机关通常会选择其中

部分证人收集言词证据。 同理,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涉及的相关人员,如果收集部分言

词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就无需面面俱到地收集所有言词证据。 这是综合认定规则在

传统证据法领域的理论基础。
  

基于证据端口理论,适用综合认定规则的前提在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通常存在多个

证据端口。 如果办案机关已经优选集资人交易端取证,收集电子数据、账证记录和相关言

词证据等证据材料,并能排除数据篡改、账证伪造和非法取证等情形,就可以凭借这些证

据得出案件定性和定量的基本结论。 在优选某一证据端口的证据体系认定犯罪性质和数

量 / 数额基础上,通常无需全面收集其他证据端口相关人员的言词证据,而只需选择性地

收集相关言词证据进行印证分析。 从案件定量标准角度看,综合认定规则并非随意估算,

·761·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证明规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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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139 条的规定,对证据的真实

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

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参见刘静坤:《论刑事程序中的虚假印证及其制度防范》,《当代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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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现有证据端口认定的数量 / 数额结论为基准,选用其他证据端口的证据进行印证分

析。 这种做法体现了复杂案件中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各个证据端口的证据体系相结

合等证明理念。 为规范适用综合认定规则,应当首先优选证据端口全面收集证据,否则,
综合认定将缺乏基本的事实证据基础。 如果没有特定证据端口的完整证据体系据以认定

基础事实,例如在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中,集资人交易端的电子数据和账证记录等证据不足

以认定基础事实,特别是相应的数量 / 数额要素,就需要系统地收集投资端和流转端的证

据材料,直至满足相应的数量 / 数额标准为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相关证据端口通常涉及大量零散的投资人

信息、电子数据和账证资料等证据,但法律并未要求逐一核实相关的言词证据,也未要求

对集资人交易端的所有证据进行验证分析,而是提出了限定性的数量 / 数额标准。 有学者

将网络犯罪中的限定性数量 / 数额标准称为“底线证明”,并强调这种证明方法并没有降

低证明标准。〔20〕 考虑到该类犯罪的数量 / 数额标准具有选择适用关系,办案机关可以基

于现有证据,在对案件性质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具体选择合适的定量标准。 对于投资

人较少、涉案金额较大的情形,通常可以选择将涉案金额数额作为定量标准;反之,对于投

资人较多、涉案金额较少的案件,则可以选择将投资人数量作为定量标准。 有意见认为,
在网络犯罪中,“定性+定量”的证据标准应当有所区别,即,对“定性”仍应强调“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对“定量” 则应综合认定,达到“数据真实、信息充分” 的标准即

可。〔21〕 鉴于罪量标准直接影响定罪量刑,对于相应法定刑幅度的最低限度定量标准,办
案机关不能降低证明标准。 对于该定量标准范围内的证据材料,应当逐一调查核实;在此

基础上,对超出部分的数量 / 数额标准,则可以基于选定的证据端口得出的认定结论,采用

抽样验证的方式,通过其他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予以验证。

四　 抽样验证规则的正解及其适用
  

对于案件中存在大量同源、同类证据材料的情形,抽样是常用的取证规则。 尽管刑事

诉讼法尚未规定抽样取证规则,但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已有初步探索。 例如,2011 年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 3 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抽样

取证,或者商请同级行政执法部门、有关检验机构协助抽样取证。 网络犯罪经常涉及海量

证据材料,能否以及如何适用抽样规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一)抽样验证规则的特殊含义
  

2021 年《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第 22 条规定,对于数量众多的同类证据材料,在证明是

否具有同样的性质、特征或者功能时,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全部验证的,可以进行抽样验

证。 类似地,2022 年《网络犯罪案件意见》第 20 条规定,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对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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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性质、特征或者功能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

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的,应当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

量选取证据,并对选取情况作出说明和论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规定提到的“抽样验

证”和“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选取证据”的做法(可统称“抽样验证”规则),与通常所说

的抽样取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一般意义上的抽样取证,是指基于概率理论和数据统计理论的非全面检验方法,通过

选择性取证获得的证据认定特定的事实,由此形成的证明结论被称为一种“可反驳的推

定”。〔22〕 相比之下,抽样验证方法则建立在“其他在案证据已能够证明大部分犯罪事实、
需要选取部分证据予以相互印证、进而对事实认定作出综合判断”的前提之下;作为一种

新型证明方法,抽样验证体现的是证据选取和综合认定理念,仍然遵循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减轻取证和证明负担、减少讼累。〔23〕

  

之所以强调是抽样“验证”而非“取证”,主要是由于,对于存在多个证据端口的情形,
通过全面收集优选的证据端口的证据,已能形成案件定性和定量结论;在此基础上,结合

其他证据端口相关证据的抽样验证,旨在印证核实已有结论的可靠性。 对于网络非法集

资犯罪,通过收集集资人交易端的电子数据、账证记录和言词证据等材料,能够对非法集

资的性质和相关数量 / 数额作出认定;相应地,通过向部分投资人收集言词证据等材料,能
够印证核实已有的认定结论。 因此,与通过抽样取证直接证明特定事实不同,抽样验证的

目的在于核实已有认定结论。 换言之,抽样取证是取证要求,而抽样验证是核证要求。
  

关于抽样验证规则的适用,在实践中容易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混淆抽样取证与抽样验证。 抽样取证作为全面取证原则的例外,应当限制使

用,即,限于取证对象的总体具有同质性的情形。〔24〕 实践中,抽样取证的适用,应当区分

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不同情形。 对于定性分析的情形,例如毒品性质的认定,可以通过科学

规范的抽样取证方法加以认定。 但是,对于定量分析的情形,例如,关于数量 / 数额的认

定,则不能随意采用抽样取证方法。 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因涉及数额 / 数量标准的认

定,如果选择集资人交易端的证据认定基础事实,对这一证据端口的证据就应当全面收

集,不能抽样取证。 相比之下,通过集资人交易端的证据认定基础事实后,可通过投资人

投资端的证据加以抽样验证。 如果混淆抽样取证与抽样验证,就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疏漏。
  

第二,未能区分主动报案与未报案投资人的取证要求。 对于因投资人众多而无法逐

一收集言词证据的情形,可以基于其他证据端口的证据认定基础事实,在此基础上,选择

部分投资人的言词证据加以抽样验证。 不过,对于主动报案的投资人,应当全面收集言词

证据和相关的账证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不能人为进行取舍。 此种情况下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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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困难,且通过收集这部分投资人的证据材料,有助于核实其涉案金额,对于后期的追

赃挽损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缺乏对主要投资人的必要关注。 与科学实验的抽样分析不同,在网络非法集资

犯罪的数额标准认定方面,各个投资人的涉案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不宜完全随机抽样取

证。 鉴于每个投资人的交易次数、交易数额和案发前未能追回的数额都不相同,因此,办
案机关在取证过程中不应忽视这种实际差异。 特别是对于主要投资人,如果办案机关未

能专门调查核实其涉案金额,也未全面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就可能导致取证方向主次不

分,以致影响案件定性和定量认定结论的有效核证。

(二)证据端口指引下的抽样验证规则
  

抽样验证方法与前述综合认定方法存在紧密关联。 在已有相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基

础上,通过抽样验证规则核证已有认定结论,是综合认定规则的基本逻辑。 如果抽样验证

的结果与已有认定结论吻合,就表明已有结论具有可靠性;反之,如果抽样验证的结果与

已有认定结论不符,则表明已有结论可能存在偏差,需要加以核实。 具体到网络非法集资

犯罪,办案机关可以通过收集集资人交易端的证据材料形成初步的定性和定量结论,随后

通过投资人投资端的证据加以验证。 如果抽样验证结果与定性结论不符,则表明非法集

资的定性结论可能存在疑问,或者存在不能涵盖部分投资人的情形;如果抽样验证结果与

定性结论相符,但数量 / 数额存在差异,则表明非法集资的数量 / 数额认定结论存在疑问。
  

在综合认定规则基础上,抽样验证规则的适用前提是,已有相关证据端口的证据得出

案件定性和定量结论,随后通过其他证据端口的证据加以验证核实。 如果没有预先选定

的证据端口的全面证据支撑相关的认定结论,抽样验证规则就缺乏印证核实的对象。 此

种情况下,单凭抽样取证认定相关事实,就容易存在随意抽样、便捷抽样等问题。〔25〕 对于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如果办案机关未能从集资人交易端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形成初步的定

性和定量结论,就不能直接以投资人投资端的证据进行验证分析。 这种情况下,从投资人

投资端抽样选取证据,就不再是抽样验证,而是抽样取证。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抽样验证方法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投资人投资端的言词证

据。〔26〕 实际上,基于集资人交易端的证据材料形成初步的定性和定量结论后,可以综合

选择投资端或流转端的证据进行验证分析,并不限于投资端的证据。 同时,抽样验证的证

据材料范围并不限于言词证据,也应当包括电子数据、账证记录等证据材料。 考虑到法律

重点保护投资人的本金,而有的投资人可能仅提供最终未能得到偿还的数额,回避先前多

次交易中获利的数额,如果仅收集言词证据,可能导致抽样验证的结果出现偏差。
  

有论者指出,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等犯罪,应当对海量犯

罪对象的真实性进行抽样核实,不能仅根据被害单位或者涉案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据材料

直接认定。〔27〕 类似地,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不能仅以集资人交易端的证据认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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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而是应当通过重点调查核实和抽样验证的方式加以印证核实。 鉴于不同投资人的

交易情况和投资数额并不相同,对于主要投资人,即便其并未报案,也应当逐一调查核实。
在现有投资人的证据材料已经达到定量标准的基础上,对于普通投资人,可以通过抽样取

证的方式予以验证分析。 不过,对于已经报案的投资人,应当全面收集言词证据、电子数

据和账证资料等证据。

五　 资金属性推定规则的性质及其要求
  

2022 年《信息网络案件意见》第 21 条确立的资金属性推定规则,在网络非法集资犯

罪领域应当谨慎适用。

(一)资金属性推定规则的性质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 不过,对于隐蔽性强、取
证难度大的特殊类型的犯罪,为减轻控诉方的证明负担,法律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即,要求被告方承担特定事实的举证责任。 例如,《刑法》第 395 条第 1 款规定的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

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对于法律规定被告人

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此类情形需要接受无罪推定原则的检验。 如果法律对犯罪的实质

构成要件作出推定,要求被告人基于优势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将违反无罪推定原则。〔28〕

主要理由在于,如果要求被告人基于优势证据反驳推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就意味着,即便

案件存在合理怀疑,仍然可以作出定罪判决;即便被告人提供证据形成无罪的合理怀疑,
但如未能基于优势证据反驳推定的事实,仍然可能被定罪,这无疑有违无罪推定原则。

  

除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当控诉方举证形成初步证明,促使法庭形成不利

于被告人的推论,被告人为促使法庭关注对己方有利的主张,就需要提供证据进行反驳,
在法庭上形成争议焦点。 一旦被告人举证形成争议焦点,就需要由控诉方对争议焦点承

担相应的反驳责任。 类似地,对于被告人提出特殊抗辩的情形,例如,法律禁止实施特定

的行为,但被告人提出豁免等作为抗辩,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

情形下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并不是说被告人必须单独提供证据,实际上,控诉方证据体

系中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也可作为被告人抗辩的理由。〔29〕 当被告人针对积极抗辩提供

证据,法庭形成合理怀疑,举证责任就再次归于控诉方,控诉方需要证明被告人不存在正

当防卫等违法性阻却事由,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30〕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只有当法律规定了不利于被告人的推定,控诉方举证证明基础事

实,符合法律推定的要件,或者当控诉方举证形成初步证明,促使法庭形成不利于被告人

的推论,被告人才需要举证加以反驳。 其中,对于法律规定推定的情形,一旦推定情形成

立,被告人就需要举证加以反驳,否则,面对法律规定的强力推定,如果被告人不能加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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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法庭就将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 相比之下,对于控诉方形成初步证明的情形,被
告人有必要举证加以反驳,但即便被告人未举证加以反驳,由于法庭只是临时形成不利于

被告人的推论,仅仅凭借初步证明,法庭不能径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而是要综合

全案证据判断控诉方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2022 年《信息网络案件意见》第 21 条规定确立的账户内资金属性推

定规则,并非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而是当控诉方举证形成初步证明,促使法庭形成

对涉案账户内资金属性的推论时,允许 / 要求被告人和案外人加以反驳。 即便被告方并未

对此提出反驳,法庭仍然要结合在案证据审查,控诉方对有关账户和涉案资金属性的认定

是否有充分的依据。 与传统的法律或事实推定相比,这一资金属性推定规则具有特殊的

证明结构,需要结合证据端口理论加以分析。

(二)资金属性推定规则的要求
  

基于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对于各类犯罪包括非法集资犯罪的犯罪数额,需要控诉方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不过,对于涉众型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因涉及复杂的证据端口,在优

选证据端口认定犯罪数额基础上,在必要时可以适用 2022 年《信息网络案件意见》第 21
条规定的资金属性推定规则,但需注意这一规则的基本要素和适用要求。

  

第一,资金属性推定规则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 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通过收集交

易端的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交易记录和其他证据材料,可以据此认定犯罪数额。
但是,仅凭这一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认定犯罪数额,可能存在一定的失真风险,因此,通常

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端口,通常是投资人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加以核实。 如果投资人数量

有限,具备逐一证明、逐人核实条件,办案机关应当全面核查这一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
不过,考虑到投资人证据端口主要用于印证核实交易端相关证据认定的犯罪数额,加上网

络非法集资犯罪通常涉案人员众多,实际上难以逐一核实,因此,必要时可以采用抽样验

证方式予以核查。 鉴于此,2022 年《信息网络案件意见》第 21 条规定,对于“涉案人数特

别众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收集证据逐一证明、逐人核实涉案账

户的资金来源”的情形,才能进行资金属性的推定。
  

第二,控诉方需要举证证明有关账户的非法用途。 具体言之,办案机关根据银行账

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交易记录和其他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

涉案资金。 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交易端有关账户的用途,控诉方应当举证加以证明,不
能径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定。 进一步讲,控诉方对有关账户用途的证明,应当达到

“足以认定”“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标准。 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作出对相

关涉案资金性质的认定。
  

第三,控诉方基于对账户用途的证明,作出对该账户接收资金性质的推定。 通常情况

下,银行账户和非银行支付账户的用途具有多元性;相应地,账户内的资金来源和属性也

比较复杂。 不过,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集资人将相关账户用作犯罪工具的场合,即
“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情形,可以据此作出对账户接收的资金属性

的推定。 换言之,通过将相关账户认定为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犯罪工具,控诉方得以将

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推定认定为犯罪数额。 在这一推定链条中,办案机关实际上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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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用途与账户内的资金属性挂钩,以账户用途的非法性推定账户内资金的非法性。
  

第四,对账户内资金属性所作的推定,允许被告方和案外人进行反驳。 办案机关基于

账户用途对账户内资金属性所做的推定,是建立在已有证据基础上作出的可反驳的推定。
这种推定的可反驳性,除了源自推定的事实基础,还在于该推定自身的附条件性。 具体言

之,根据 2022 年《信息网络案件意见》第 21 条的规定,根据相关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有关账

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可以按照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
这里的“主要”一词表明,不排除有关账户还有其他合法用途,或者与本案无关的用途。
这意味着,考虑到账户用途的多元性,对于办案机关对账户内资金属性所做的推定,被告

方可以对推定的证据基础提出反驳,也可以对账户内的资金属性作出合理说明。 同理,除
被告方外,案外人也可能对涉案账户内的资金属性提出异议;对于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也
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处理。

  

第五,被告方对推定结论提出反驳情形的程序处置。 对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如果存

在合法收入与违法所得混同,或者前期进行合法经营、后期从事非法集资等情形,不能简

单地将集资人交易端账户内的资金数额全部推定为犯罪数额,〔31〕 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抽样

验证印证推定结论。 此种情况下,应当结合被告方作出的辩解对相关资金的权属进行调

查核实。 特别是对于被告方亲友参与集资的情形,应当注意核实相关投资能否纳入非法

集资的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办案机关通过推定方式认定相关账户内资金属性的情

形,尽管允许被告方作出合理说明,但被告方通常并不具有专业能力作出有效的反驳。 例

如,对于资产混同的情形,被告方实际上很难举证或者作出合理说明。 基于被告方的举证

能力和公正审判等考虑,对于上述事项,被告方通常只需提供有关线索或者材料,促使法

庭对争议事实产生疑问即可,随后则应由控诉方举证加以反驳。 如果控诉方未能举证反

驳被告方的抗辩主张,导致案件事实存在疑问,法庭就将作出有利于被告方的裁决。

六　 结 语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证据体系比较复杂,给司法证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固守

传统的证明规则,或者随意降低证明标准,将会影响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 立足该类犯罪

特殊的证据结构和体系,有必要探索复杂网络犯罪的证据端口理论,明确取证和证明的基

本框架指引,理性认识综合认定、抽样验证和资金属性推定等规则的价值和风险,并积极

探索完善相应的司法证明规则。
  

对于以网络非法集资为代表的网络金融犯罪,基于犯罪构成要件定性和定量要素相

结合的原则,有必要优选合适的证据端口收集证据,形成初步的案件定性和定量结论,并借

助其他证据端口的证据材料加以印证核实。 在此基础上,科学运用综合认定、抽样验证和资

金属性推定等方法,确保案件定性和定量结论的可靠性。 由于各类网络金融犯罪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因此,以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为例的分析,对其他类型的犯罪具有一般性的参考价

值,具体到其他类型的网络金融犯罪,还需结合类罪特点,总结提炼可行的司法证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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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中也有类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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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s
 

of
 

Judicial
 

Proof
 

of
 

Network-based
 

Illegal
 

Fundraising
 

Crime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idence
 

Ports
[Abstract]　 Network-based

 

illegal
 

fundraising
 

crimes
 

often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forming
 

a
 

chain
 

of
 

actions,
 

and
 

generating
 

massive
 

amounts
 

of
 

evi-
dence,

 

which
 

pose
 

unique
 

challenges
 

for
 

judicial
 

proof.
 

Curre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propose
 

rules
 

for
 

comprehensive
 

determination,
 

sample
 

verification,
 

attribute
 

inference,
 

etc.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uch
 

rules
 

is
 

yet
 

to
 

be
 

clarified
 

and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entails
 

numerous
 

risks.
 

Due
 

to
 

the
 

complex
 

chain
 

of
 

network-based
 

illegal
 

fundraising
 

crimes,
 

a
 

distinctive
 

evidence
 

structure
 

emerges,
 

encompassing
 

such
 

evidence
 

ports
 

as
 

the
 

in-
vestment

 

port
 

of
 

investors,
 

the
 

flow
 

por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action
 

port
 

of
 

fundraisers.
 

Analyzing
 

the
 

evidentiary
 

function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se
 

evidence
 

ports
 

helps
 

to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for
 

investigating
 

and
 

proving
 

such
 

crimes.
 

Integra-
ting

 

and
 

optimizing
 

existing
 

proof
 

rul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idence
 

ports
 

aids
 

in
 

addressing
 

the
 

judicial
 

proof
 

challenges
 

posed
 

by
 

these
 

crimes.
 

Given
 

the
 

lack
 

of
 

unified
 

standard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determination
 

rules
 

and
 

the
 

risks
 

of
 

key
 

evidence
 

being
 

absent,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llect
 

evidence
 

from
 

the
 

preferred
 

transaction
 

port
 

of
 

fundraisers,
 

while
 

corroborating
 

and
 

verifying
 

such
 

evidence
 

through
 

other
 

evidence
 

ports,
 

in-
cluding

 

the
 

investment
 

port
 

and
 

flow
 

port.
 

For
 

evidence
 

within
 

the
 

scope
 

of
 

quantitative
 

stand-
ards,

 

each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verified
 

individually.
 

On
 

this
 

basis,
 

for
 

quantities
 

or
 

a-
mounts

 

that
 

exceed
 

the
 

standard,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selected
 

evidence
 

port
 

can
 

be
 

veri-
fied

 

through
 

sample
 

validation.
 

Building
 

on
 

comprehensive
 

determination
 

rules,
 

the
 

premise
 

for
 

applying
 

sample
 

validation
 

rules
 

is
 

that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from
 

the
 

relevant
 

evidence
 

port.
 

Subsequently,
 

evidence
 

from
 

other
 

ports
 

is
 

used
 

to
 

validate
 

and
 

verify
 

these
 

conclusions.
 

In
 

the
 

process
 

of
 

sample
 

validation,
 

evidence
 

for
 

analysis
 

is
 

not
 

limited
 

to
 

that
 

from
 

the
 

investment
 

port
 

but
 

can
 

be
 

comprehensively
 

selected
 

from
 

both
 

the
 

investment
 

port
 

and
 

the
 

flow
 

port.
 

For
 

rules
 

for
 

inferring
 

the
 

attributes
 

of
 

funds
 

within
 

an
 

account,
 

they
 

are
 

not
 

a
 

kind
 

of
 

reversion
 

of
 

burden
 

of
 

proof
 

that
 

is
 

prescribed
 

by
 

law.
 

When
 

the
 

prosecution
 

pro-
vides

 

initial
 

evidence,
 

prompting
 

the
 

court
 

to
 

infer
 

the
 

attributes
 

of
 

funds
 

within
 

the
 

account,
 

the
 

accused
 

and
 

other
 

parties
 

are
 

allowed / required
 

to
 

counter.
 

There
 

are
 

strict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The
 

prosecution
 

needs
 

to
 

prove
 

the
 

illegal
 

use
 

of
 

the
 

account
 

and
 

infer
 

the
 

nature
 

of
 

funds
 

received
 

based
 

on
 

the
 

account’s
 

demonstrated
 

purpose.
 

The
 

inferred
 

attrib-
utes

 

of
 

funds
 

within
 

the
 

account
 

can
 

be
 

countered
 

by
 

the
 

accused
 

and
 

other
 

parties.
 

If
 

the
 

prose-
cution

 

fails
 

to
 

counter
 

the
 

defense
 

claims
 

of
 

the
 

accused,
 

thus
 

raising
 

doubts
 

about
 

the
 

case’ s
 

facts,
 

the
 

court
 

will
 

rule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责任编辑: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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